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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研究新视野 ·

主持人的话

葛兆光

　　作者在标题中用了“帝国斜阳”这个词 ,很有趣。我不知道这是暗指大清帝国在那个时代已经如
同“斜阳西下”,还是指的无孔不入地渗透到中国的列强如同“西天斜阳”? 无论如何 ,在本文讨论的时
代 ,因为经历了鸦片战争、黑船事件和江华岛事件 ,东亚诸国的历史已经被整编到全球史的漩涡之中 ,

画面和内涵已经变得复杂和丰富起来。
就在本文讨论的这个看来并不起眼的“金允植天津领选 ”故事中 ,历史不仅涉及了朝鲜、日本、中

国的外交纵横捭阖 ,看到了各路精英人物如李鸿章、马建忠、周馥等等的合纵连横 ,还隐隐出现了远西
的美、英、德诸强的身影 ,这一事件不仅和震撼朝鲜的“大院君”事件有关 ,也涉及朝鲜和中国内部关于
开国、开港、开放的纷争 ,呈现了各国快慢不一的不同现代化进程 ,甚至和此后的日本干涉朝鲜的后事
也相关。在 1881—1883年两年间 ,东亚的历史变得如此有趣 ,在一个朝鲜使团到中国天津学习机器制
造这样的小事件中 ,竟折射了涉及全球的大历史。选择这样的课题 ,进行细致的研究 ,正是我们应当
提倡的“小口子进 ,大口子出”的方法。

更值得提出的是 ,有关金允植作为“领选使”率领工匠于天津学习的资料 ,包括《阴晴史》、《领选日
记》和《天津谈草》等等 ,主要是来自朝鲜的汉文史料。朝鲜保存的这类汉文史料数量庞大 ,价值很珍
贵 ,涉及的历史很广泛 ,可是过去研究的人不多。其实在 1938年 ,胡适代表中国第一次参加在瑞士举
办的国际历史学大会 ,发表题为《近年来所发现有关中国历史的新资料 》(Recently D iscovered Material

for Chinese H istory)就在所谓“四大发现”即甲骨卜辞、敦煌卷子、居延汉简、明清大内档案之外 ,强调了
“日本、朝鲜所存中国史料”。可是 ,这些资料至今仍然未能充分使用。

帝国斜阳下的亲密接触 :论朝鲜官员

金允植的天津领选

王鑫磊
(复旦大学 　文史研究院 , 上海 　200433)

　　[摘 　要 ]　1882年 ,朝鲜官员金允植受命出任“领选使 ”,率领一支包括三十八名朝鲜学徒和工匠

在内的大规模使团来到中国天津 ,在天津机器制造局展开为期一年的军工制造技术学习活动。在津期

间 ,他作为朝鲜的联络官员 ,与李鸿章等清朝大员就朝美缔约及朝鲜开港问题多次进行密谈 ,还亲眼目

睹了当时中国机器制造工业的发展状况。其所著《领选日记 》、《阴晴史 》、《天津谈草 》等文献 ,为这段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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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留下了详尽的记载。本文在重新回顾和检讨这段历史的同时 ,还将侧重以“从周边看中国 ”的视角 ,关

注和探讨两个问题 :一是晚清政府对东亚局势的判断及应对 ,二是朝鲜使者眼中的清朝机器制造业发展

实态。

　　[关键词 ]　金允植 　天津领选 　晚清中朝关系 　晚清机器制造业 　从周边看中国

　　1881年 11月 17日 (农历九月二十六 ) ,李朝朝鲜政府以官员金允植①为“领选使 ”,率领一支

包括三十八名学徒和工匠在内的大规模使团 , ②出发前往中国天津。该使团于 1882年 1月 25日

(农历一八八一年腊月初六 )抵达天津。其后 ,工匠和学徒被分别安排进天津机器制造局的东、南

两局学习各种机器制造技术 ,特别是军械制造技术。该次学徒工匠的选拔、派遣 ,是李朝朝鲜在高

宗李熙 (1852—1919)执政时期 ,积极奉行稳健开化政策的大背景下 ,以“武备自强 ”为目的而组织

的选派留学活动。及至 1882年 12月 9日 (农历十月二十九日 ) ,金允植等最后回到朝鲜 ,这次学习

活动前后共持续了近一年时间。

在学习活动开展的同时 ,作为“领选使 ”的金允植在保定、天津两地与众多清朝洋务派官员多

次进行笔谈 ,特别是其中与北洋大臣李鸿章的笔谈内容 ,绝大部分集中在朝美缔约和朝鲜开港两个

问题上。而同年 5月 22日 (农历四月初六 ) ,在清政府的居间协调下 ,朝、美两国在朝鲜的济物浦

港签订了《朝美修好通商条约 》。据此 ,不少研究都认为 ,金允植在天津与李鸿章的频繁会谈 ,对朝

美缔约及朝鲜开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因为如此 ,在以往关于金允植天津领选活动的研究

中 ,研究者对外交层面内容的关注 ,都远远超过了对留学活动本身的关注。

就此 ,笔者有不同的看法。首先 ,金允植在天津的所谓外交对谈 ,是否对其后的条约缔结起到

关键性的作用 ,有待进一步商榷。其次 ,因片面强调领选活动的外交属性而致忽略其留学活动的本

质属性及意义 ,甚至认为领选活动只是朝鲜为开展秘密外交而采取的掩人耳目的手段 ,则更让人有

一叶障目之感。事实上 ,将留学和外交作为金允植天津领选活动同等重要的两个方面来看待 ,才是

一种比较客观的态度。如果我们可以摆脱一种后见之明 ,跳出外交史先入为主的局限 ,重新回到历

史 ,再审视一下天津领选的缘起、经过及其后续影响 ,对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了。

对于天津领选的这段历史 ,当事人金允植为我们留下了十分详尽的记载。在以往研究中 ,学者

较多利用的是他撰写的《阴晴史 》和《天津谈草 》两种资料。而 2008年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

出版的《燕行录选集补遗 》中收录的燕行文献 ———《领选日记 》,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可供参照

的资料。《领选日记 》虽然在内容上和《阴晴史 》出入不大 ,但相对于《阴晴史 》这样一个经过作者

本人整理和后人再次整理的文本而言 ,《领选日记 》是一份更为原始的日记手稿。③ 本文的论述 ,将

以《领选日记 》作为主体材料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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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金允植 (1835—1922) ,字洵卿 ,号云养 ,出生于清风金氏两班望族世家 ,八岁时父母双亡 ,其后随叔父一家生活 ,十六岁前

往汉城求学 ,先后师事朝鲜大儒俞莘焕及朝鲜开化思想鼻祖朴珪寿 ,较早形成了救国图强的开化思想。他于 1865年以恩

荫出任健寝郎 , 1874年文科及第 ,其后历任顺天府使、江华留守等职。1881年 ,他以吏曹参议衔任“领选使 ”出使天津 ,在

带领学徒工匠学习的同时 ,考察清朝工业 (制造业 )的发展情况 ,其间还与清朝洋务派官员多有接触。1882年朝鲜“壬午

军变”中 ,他请求清朝派兵平乱 ,事后协助高宗巩固其政治权力 ,成为亲清稳健开化派的代表人物 ,他在朝鲜先后参与创

立机器局、现代海关 ,并积极参与外交活动。参见金允植著 :《金允植全集 》(全二册 ) ,第一册 ,“解题 ”,收入韩国国学文

献研究所编《韩国近代思想丛书》, [韩国 ]亚细亚文化社 , 1980年初版 , 2005年再版 ,第 v - x页。另可参见刘顺利著 :《王

朝间的对话———朝鲜领选使来往天津日记导读》,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 2006年 ,导言 ,第 1—2页。

数据显示 ,该使团有姓名记载的成员人数为 69人。金允植《领选日记》中有使团成员名单 ,同时 ,金允植还提到 :“右咨文

所载共六十九人 ,此外学徒等私带随从以备使唤者亦多有之。”见金允植著 :《领选日记》,收入韩国成均馆大学校东亚学

术院大东文化研究院编 :《燕行录选集补遗》中册 , [韩国 ]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出版社 , 2008年 ,第 420—423页。可见 ,

该使团的实际人数并不止 69人 ,有学者估计 ,包括没有进入名单的随从人员在内 ,该使团可能有近百人规模。

值得关注的是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目前正在合作编撰的《韩国汉文燕行录选编 》中 ,就将

收录《领选日记》这一文献 ,预计于 2010年底出版发行 ,届时中国学者将能够更加便捷地看到并利用这一材料。



一、对金允植天津领选的再认识

1. 天津领选的缘起与初衷

一般认为 ,李朝朝鲜政府之所以组织这次领选活动的出发点有两个 :一是为武备自强事寻策 ;

二是以联美自保事咨清。① 而这又都和朝鲜当时正面对西方要求其开港的压力有直接的关系。

如果说 1842年的《南京条约 》是中国近代闭关的终结和门户开放的标志 ,那么同样奉行锁国

政策的李朝朝鲜受到西方叩关和要求开港的压力要稍晚一些。1866年和 1871年 ,朝鲜经历了其

历史上的两次“洋扰 ”,最后都以击退进犯取胜。② 高宗亲政之后 ,原先大院君时期的锁国政策稍有

松动。1875年 ,日本向朝鲜挑衅 ,爆发“江华岛事件 ”,第二年两国签订《朝日修好条约 》,也称《江

华条约 》。经由此约 ,朝鲜事实上已向日本开放通商 ,但从观念上来说 ,朝鲜并不认为这是真正意

义上的开港。③

不过 ,《江华条约 》的签订 ,也促使朝鲜政府认识到不变革图强不足以抵御外侮 ,并开始考虑

“武备自强”的问题 ,由此带来的一个明显的转向就是高宗政府开始奉行开化政策 ,并采取了一些

具体措施。比如 : 1881年 1月改革官制 ,仿中国的总理事务衙门 ,成立统理机务衙门 ; 1881年 5月

派遣绅士游览团访日 ,考察日本政府各机关、产业、教育以及军事等 ,同时派遣个别人员入读日本学

校。④ 而我们这里讨论的天津领选 ,实际上可以看作是这一脉络延续之下的另一项举措。

另一方面 ,西方国家始终没有放弃促使朝鲜开港的努力 ,美国更是基于对中、朝特殊邦属关系

的认识 ,转而寻求清朝的协助 ,以期加快其与朝鲜缔约的进程。清政府方面出于自身考虑也认为朝

美缔约符合各方利益最大化。⑤ 双方一拍即合之后 ,清政府便通过各种途径向朝鲜灌输开港思想 ,

李鸿章更是亲力亲为 ,在美使薛斐尔和朝鲜领议政李裕元、修信使金弘集之间沟通斡旋 ,极力敦促

朝鲜尽快与美定约。

反观朝鲜的情况 ,高宗政府奉行开化政策的同时 ,还存在着以大院君李昰应为首的守旧士人

派 ,他们坚决反对开港 ,并提出所谓“卫正斥邪论 ”。⑥ 而高宗政府往往因保守派的压力 ,而在推行

开化政策时处处受到掣肘 ,尤其是在开港的问题上 ,存在着极大的阻力。从金允植的《领选日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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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看 [韩 ]震檀学会编 ,李瑄根著 :《韩国史〈最近世编 〉》第三编 ,第一章“与欧美诸国的修好及其影响 ”,韩国 :乙酉文化

社 , 1980年 ,第 706—717页 ;另可参看前引《金允植全集》第一册 ,“解题”。

1866年 ,朝鲜焚毁美国商船“舍门将军号”,继而击退占领江华岛的法国舰队 ,史称“丙寅洋扰”。1871年 ,朝鲜再次击退

美国舰队对江华岛的入侵 ,史称“辛未洋扰”。这两次所谓“锁国攘夷 ”政策下的军事胜利 ,增强了朝鲜排外的决心 ,当时

执政的大院君更是以“洋夷侵犯非战则和 ,主和卖国”数字刻于石碑之上 ,忠告朝鲜“万年子孙 ”,是为“反洋夷石碑 ”。具

体可参看 [日 ]伊原泽周著 :《近代朝鲜的开港———以中美日三国关系为中心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08年 ,第

11—60页。

香港城市大学的林学忠教授认为 ,对朝鲜而言 , 1876年对日签订《江华条约》,在观念上是视其为江户时期 260多年以来

“交邻”体制之恢复而已。参见林学忠著 :《近代中韩关系的再编———朝鲜开化官员金允植的视角》,收在复旦大学文史研

究院编 :《从周边看中国》(论文集 ) ,北京 :中华书局 , 2009年 ,第 362页。

官员鱼允中的随员俞吉浚及柳定秀入读福泽谕吉的庆应义塾 ,尹致昊入读中村敬宇的同人社。可参看前引林学忠 :《近

代中韩关系的再编》,第 365页。

李鸿章对朝鲜所陈的联美的好处是 :“联美者 ,美国比欧洲诸国最为公平顺善 ,又富于财 ,无贪人土地之欲 ,先与美国商立

善约则嗣后他国立约亦将悉照前稿 ,无见欺之患 ,又美人好排难解纷 ,比不容各国偏加凌侮 ,此联美之利也。”见金允植撰

《天津奉使缘起》一文 ,载金允植著 :《天津谈草》,收入 [韩 ]林基中编 :《燕行录全集》第 93册 ,韩国 :东国大学校出版部 ,

2001年 ,第 208页。此外 ,“拒俄”也是清政府希望促成朝美缔约的原因之一 ,林学忠在《近代中韩关系的再编 》一文中提

到 :“促使清政府对朝鲜开国采取更积极的态度乃是缘于防俄。1880年底俄国在远东的军事举动触动了东亚世界的神

经。”见前引其书 ,第 370页。而金允植在《天津奉使缘起》一文中也提到 :“俄罗斯廓其境土至于海蔘威 ,屯兵开港 ,与我

国边疆只隔一水 ,如虎豹之在傍也。”见前引《天津谈草》,第 206—211页。

“卫正斥邪论”是大院君李昰应的代表思想 ,即以朱子的“性理之学”为“正学 ”,排斥“邪教 ”、“邪说 ”,尤指西洋传来的天

主教 ,以及各种西学知识 ,实际上就是全面反西方、反开化的理论基础。



中 ,我们可以看到黄遵宪《朝鲜策略 》①传入朝鲜之后 ,是如何遭到保守派士人强烈的反对 ,并进而

引发了伏阁上疏的情况。② 因为国内守旧势力的反对 ,高宗政府始终没有下定与美国缔约开港的

决心。即便李鸿章再三催促其派使节至天津与美国议约 ,朝鲜最终也没有派出全权使节前往 ,只是

以派出“领选使 ”一事 ,作为一种变相的回应。事实上 ,“领选使 ”是没有议约的全权的 ,而当李鸿章

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 ,对朝鲜政府犹豫不决的不满也是溢于言表 :

一八八二年二月十七日 中堂衙门谈略

中堂曰 :向日专人送函 ,有回信否 ? 允曰 :姑没有。中堂变色曰 :是何说也 !

⋯⋯

中堂曰 :贵国王书函既不来示 ,则但凭一介行人之三寸舌 ,可乎 ? ⋯⋯中堂曰 :贵国

事 ,常如欲吐不吐。如是而事可做乎 ? 派员之来不来 ,非吾所知。而吾历年忠告 ,贵国尚

不知厉害乎 ?③

综上 ,就天津领选的缘起看 ,虽然我们可以认为它与朝鲜“武备自强 ”和“联美自保 ”的两方面

想法都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深究之下就会发现 ,其最原初的出发点还是为了向清朝学习技术 ,以图

自强。至于联美议约一事 ,并不是它一开始就被赋予的一项使命。④ 那么 ,何以现今诸多研究 ,都

着重于关注金允植天津领选中有关联美议约的一面呢 ? 从金允植在天津的经历中 ,我们是不是可

以看出一些端倪呢 ?

2. 天津领选的变奏与金允植的角色转换

关于金允植在天津的经历 ,最为简明扼要的概述 ,同时也是最常为研究者提及的 ,当数其在

《天津奉使缘起 》一文中的自述 :

(余 )率机器学徒七十余人迫岁到津 ,屡谒少荃 ,谈纸成堆 ,盖议约事居十之八九 ,而

学造事不过一二耳。到津后承少荃指导 ,屡以约事专使函达 ,而我国事素多持难 ,又碍于

浮论 ,事多濡滞 ,余以是每于谈次屡被困迫而自同痴人 ,惟婉辞谢之而已。⑤

其中 ,特别是“盖议约事居十之八九 ,而学造事不过一二耳 ”一句 ,成为一般认为金允植在天津乃是

以联美议约事为主要任务的重要依据 ,笔者则以为不然。⑥ 如果我们看完整段文字 ,便会从后半段

自述中发现 ,即使金允植确实和李鸿章谈到大量“约事 ”,但他在其中实际所起到的作用是微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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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1880年 10月 ,驻日公使何如璋和参赞黄遵宪于朝鲜第二次修信使金弘集一行访日之际 ,与其讨论朝鲜国内外情势和外

交策略 ,并将黄遵宪撰写的《朝鲜策略》,亲手交与金弘集带回国 ,其中心思想是“亲中国 ,结日本 ,联美国 ”。《朝鲜策略 》

虽号称黄遵宪私著 ,但实际上充分体现了清政府应对朝鲜问题的官方指导思想。

金允植记载 :“初九日 (1881年农历三月初九 ,笔者注 ) ,闻岭儒李晚孙等伏阁斥邪 ,盖以清人黄遵宪方驻日本 ,而其所制

《策略》专为我国计 ,而有亲中国、结日本、通美国之语 ,岭儒之意以倭洋一体、邪教易染 ,故斥之。”见前引《领选日记 》,第

416页。

见金允植著 :《阴晴史》,收入大韩民国文教部国史编纂委员会编 :《从政年表·阴晴史 (全 ) 》,《韩国史料丛书 》第六 , 1971

年 ,探求堂翻刻发行 ,第 88页。又见前引《领选日记》,第 547—549页。

还有一个细节可作为此论点的旁证 ,金允植在《领选日记》中记载 ,临出发前 ,高宗一天之内召见金允植两次 ,而两次向其

申谕的事情 ,都是“学造事”,完全没有提到任何与联美相关的内容。“二十六日早饭后诣 , ⋯⋯,上命近坐 ,天颜温粹 ,酬

酢如响 ,以学造事处分纤悉 , ⋯⋯跪受咨文而出 ,至阶下 ,复召贱臣 ,申谕学造事宜 ,退还政院。”见前引《领选日记 》,第

419—420页。

见前引《天津谈草》,第 210—211页。

《天津奉使缘起》是一份重要的文献 ,这一点毋庸置疑 ,特别是其中对当时东北亚的国际局势的论述 ,颇为精辟。但仅从

该文全篇都在论述朝美议约相关的问题 ,就认定天津领选的主要目的就是立约 ,这样的推断却有失偏颇。据文中所记 :

“壬辰季夏谪居无事 ,属印君东植移誊行历中谈草汇为一册 ,命之曰天津谈草。略述缘起于上。”其实 ,我们仅需注意到两

点 ,就能发现问题之所在。首先 ,文中所说壬辰年是 1892年 ,这已经是领选活动之后的第十年。这个时候 ,朝美缔约和开

港对朝鲜历史进程的积极影响已经显现 ,金允植此时回顾前事 ,难免对天津议约一事的重要性有所放大。其次 ,单编的

这一册《天津谈草》,收录的仅仅是他和清朝洋务官员的笔谈内容 ,这些笔谈内容中“议约事居十之八九 ”,倒也是一个可

信之数 ,但是我们要知道 ,就整个天津领选而言 ,还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是金允植的考察见闻 ,如果算上这部分内容 ,议约

事就明显占不到整个领选活动约十之八九之数 ,这样我们还能说天津领选的主要目的是立约吗 ?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微的。由于没有被赋予议约的权力 ,他只是扮演了一个中朝之间消息传递者的角色。而他兢兢业

业的工作 ,换来的却是朝鲜因“国事素多持难 ,又碍于浮论 ,事多濡滞 ”,以致最后都没有定论。事

实证明 ,朝美条约的订立 ,最后完全是在清朝方面 (李鸿章 )一手包办之下完成的 ,朝鲜只是被动地

接受别人为其准备好的现成条约而已。而金允植充其量只是因为时间上的巧合性 ,被动地卷入了

这一历史进程罢了。既然如此 ,如果我们还把注意力放在所谓金允植在朝美议约过程中的作用这

一点上 ,是不是就有些缘木求鱼的味道了呢 ?

一旦我们跳出了议约问题的窠臼 ,将视野放宽 ,就会很容易注意到一些天津领选中更值得关注

的事情。工匠、学徒的学习活动 ,自在笔者所指之列 ,对此后文将有论述。在此先要谈的是一个以

往被忽视的问题 ———金允植与“壬午军变 ”。1882年 7月 23—25日 ,朝鲜发生“壬午军变 ”,消息传

到中国 ,身在天津的金允植成了清政府第一个咨询的对象 ,而金允植也当即向清政府提出派兵平乱

的请求。① 1882年 8月 23日 (农历七月初十 )至 11月 9日 (农历九月二十九 )金允植随清朝军队返

回朝鲜 ,参与平乱活动。其间 ,金允植又向清政府提出了所谓“大院君乱首说 ”, ②直接导致了清朝

军队将大院君带回中国并囚拘于保定的结果。

从狭义上说 ,金允植中途回国的这两个多月的时间 ,已经不属于天津领使的范畴 ,但我们却不

能因此而将其一笔带过。“壬午军变 ”的处理 ,无论是对朝鲜的历史发展还是金允植的个人发展 ,

都可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由于大院君的势弱 ,朝鲜的开化思想终于真正凌驾于守旧思想

之上 ,使得在此之后朝鲜的现代化发展得以迅速推进。而对于在这一过程中发挥核心作用的金允

植来说 ,在此之后也逐步走向自己人生发展的至高点。③ 而这一切 ,和他经由天津领选的契机与清

朝官员建立起来的密切关系是分不开的。可以说 ,这是天津领选的一个意料之外的变数 ,同时也是

我们在研究天津领选时一个不容忽视的层面。

原本单纯的一次天津领选 ,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被打乱了节奏。金允植在天津所经历的 ,远远

超出了“领选使 ”本身的职责范畴 :先是被迫扮演没有全权的议约使 ,继而又主动请缨担任清朝军

队往朝鲜平乱的向导官 ,而这一系列角色转换的积累 ,最后都成了他重要的政治资本。经历了天津

领选的金允植 ,回国后逐步发展成为近代朝鲜历史上重要的政治人物 ,特别是以对清、对日外交活

动而闻名 ,这也使得后人研究金允植时特别关注其与外交相关的层面。基于这样一个出发点 ,不少

研究者就自然而然地对金允植天津领选过程中与清朝官员谈论联美议约这样一个带有明显外交属

性的事件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并将其作为金允植在外交领域初露锋芒的事件来叙述 ,而经由诸多叙

述的层累 ,金允植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被逐渐放大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有些偏离了历史的实际。这种

从特定人物的后来成就出发 ,对其前期活动的价值进行过度叙述和评价的例子 ,应该说在历史研究

中并不少见。而这也就回答了笔者之前提出的问题 ,即为何现今诸多研究都过分关注金允植天津

领选中有关联美议约的一面。无论如何 ,这种后见之明的研究取向都是值得检讨的。

3. 匠徒学习情况及金允植的机器局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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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金允植请求清政府出兵的原话见于《领选日记》:“若内忧滋蔓 ,不能即定 ,日本人乘便下岸 ,名曰替我定乱 ,嗣后要挟。将

无所不至矣。与其借手于日本 ,不如自中国主持扶护调停 ,事面正大。宜急派人 ,往探敝邦事机。若乱党即散 ,次第就

捕 ,则幸矣。若不然 ,乞即派兵船几只 ,载陆军千名 ,星夜东驶。毋在日人之后。机会甚急 ,恐不可缓。”参见前引《领选日

记》,第 700页。金允植之所以力主清朝出兵 ,原因是 :“若中国出兵 ,不至打仗 ,自有善处之道。他国则不能也 ”,参见前

引《领选日记》,第 707页。

金允植认为 ,“壬午军变”时 ,乱兵攻打日本使馆 ,致使朝鲜与日本交恶 ,因为大院君历来是反对和洋的 ,所以各国都容易

将他和军变联系起来 ,如果大院君继续主政 ,日本乃至各国都会有借口 ,进而对朝鲜不利。其原文表述如下 :“盖此番军

变时 ,与日本人构衅。大院君素力斥和洋 ,故各国人皆归咎于大院君。中国若无此举 (指囚拘大院君 ,笔者注 ) ,则各国及

日本皆有借口 ,势难调停。”见前引《阴晴史》,第 193页。

金允植完成天津领选回国后 ,先后出任机器局总办 ,经国事务衙门、通商事务衙门协办 ,工曹判书 ,兵曹判书 ,中枢院副议

长、议长 ,经学院大提学、外部大臣等职。



既然如此 ,还是让我们回到天津领选的本位上来 ,看看朝鲜学徒、工匠在天津的学习情况以及

作为“领选使 ”的金允植在天津的工业考察情况。处理完“壬午军变 ”后 ,金允植再次返回天津 ,着

手办理撤还留津学徒、工匠以及为建立汉城机器厂而购置小机器等事宜。至此 ,天津领使活动在经

历诸多波折之后 ,又回归到最初的出发点上 ———为发展朝鲜自身的军工制造业培养人才和构筑硬

件基础。在之前的论述中 ,笔者已经表达了一个观点 ,即研究天津领选 ,还是应该将注意力更多地

转到学徒、工匠在天津的学习活动这一最根本的问题上来。

朝鲜学徒、工匠抵津之后 ,被分别安排进天津机器制造局的东、南两局学习 ,金允植对他们各学

习何种技艺作了详细的记载 , ①而通过东、南两局总办定期反馈给金允植的《朝鲜学徒勤慢草 》,我

们也可以看到他们的学习进展情况。从金允植自己的掌握 ,以及两局的汇报 ,我们不难发现 ,朝鲜

学徒和工匠在天津的学习情况参差不齐 ,有的进展顺利、学有所成 ,也有的因为种种原因半途而

废。②

在津期间 ,金允植几乎一有空就往机器局跑 ,一方面是了解并监督匠徒学习 ,另一方面也是对

机器局中各厂进行实地考察。从金允植留下的记录看 ,他对机器局各厂的生产物件、核心技术、制

造程序、产能产量、资金消耗等各方面都作了深入细致的观察 , ③这显然和他希望回国后创立本国

机器局的设想是分不开的。

1883年 6月 ,朝鲜历史上第一家机器局在汉城三清洞北仓正式开设 ,金允植也顺理成章地成

为机器局的总办之一。而为了机器局的顺利运作 ,朝鲜政府还特地从清朝聘请来四名工匠 ,于局内

教习制造之法。尽管在金允植的记述中我们没有看到关于选派到天津的学徒和工匠最后去向的明

确记载 ,但从朝鲜北仓机器局在短时间内就得以组建完成这一点可以推断 ,这批工匠和学徒应该是

该局初创时的中坚力量。而北仓机器局的设立 ,也可以说是为金允植的天津领使活动画上了一个

圆满的句号。

二、从金允植天津领选看晚清中国

前文所及的内容 ,主要是以从金允植和朝鲜的视角展开 ,侧重于对以往研究该段历史时片面强

调朝美议约这一点进行检讨 ,并进而提出一些同样值得关注的研究切入点。这些论述相对还是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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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东局水师学堂高永喆、金光錬、赵汉根、李熙民四人 ,初隶语学 ;水雷学堂 ,崔圭汉、朴永祚二人隶焉 ;铜冒厂高永镒、金光

錬 (自水师学堂移付 )、工匠何治淡三人隶焉 ;镪水厂金台善、工匠黄贵成隶焉 ;机械厂 ,义州工匠崔志亨、宋景和、安应龙

三人隶焉 ;木样厂 ,张荣焕一人隶焉 ;火药厂 ,金兴龙、全德洪二人隶焉 ;化学 ,李熙民自水师学堂以口钝自退 ,请学化学 ;

电气 ,赵汉根自水师学堂自退 ,改隶电机东局 ;南局画图厂 ,赵台源、安昱相隶焉 ;电机南局 ,即阳电也。尚沄、安浚隶焉 ;

翻砂厂 ,金泰贤、崔同顺两人隶焉 ;机器厂 ,金元荣、韩得俊二人隶焉 (朴奎成亦姑隶 ) ;木样厂 ,金性元一人隶焉。木工稍

胜于张荣焕 (皮三成亦姑隶焉 ) ;火器厂 ,李南秀一人隶焉。”见前引《领选日记》,第 540—545页。

金允植所记学有所成之例 :“至电气厂 ,尚、安两君方造信子筒 ,携至电箱。试放五六次。其师霍良顺也。问之 ,尚沄颇有

才 ,安浚甚勤学 ,至一年可透五分云。”见《领选日记》,第 555页。金允植所记中途送回朝鲜的人员 :“学徒李章焕 (以无

才 ,初不付厂 )、郑在圭 (亦初不付厂 )、李苾善 (李应浚之婿 ,亦初不付厂。又遭故不出。)、高咏镒 (隶铜冒厂。闻其亲病

重之报 )、金光錬 (以无才自退 )、李秀南 (有故先出 )、崔圭汉 (以才不及还出 )、张荣焕 (以无才还出 )、皮三成 (以无才还

出 )。”见前引《领选日记》,第 590页。另有《南局总办王德均详报朝鲜学徒勤慢草 》所报 ,学有所成之例 :“尚沄、安浚二

名 ,专学电气。该徒等尚肯用心 ,随问随记。电理亦能稍通。水雷店引自造自试 ,颇不差迟。安昱相人最聪明 ,官话已能

渐通。”半途而废之例 :“不服水土 ,或因事故 ,或鲁钝不堪造就之李南秀、李章焕、皮三成、金圣孙等四名 ,于本月初六日 ,

遣回该国。”见前引《领选日记》,第 601—604页。而据《东局总办详报朝鲜学徒勤慢草》,去掉被开除的 ,最后实际留在东

局学习的学徒和工匠人数为十二人。见前引《领选日记》,第 612—614页。加上有一名工匠洪万吉在天津去世。据金允

植的统计 ,领选活动进行到一半左右 ,留在天津的学徒和工匠还有二十一人。参见前引《领选日记》,第 623页。

这里举一个金允植参观、考察机器局并留下详细记录的例子 :“铜冒厂。铜冒者 ,前镗枪耳药也。后镗枪子 ,亦于是厂为

之。设机气大轮 ,连设无数小轮。不费人力 ,一日可造枪子几千个 ,铜冒三万个。然设置气轮 ,所费浩大。⋯⋯于原厂之

后 ,另建手器一厂。凡造铜冒、枪子 ,皆用小样手器 ,一日可造枪子几百个 ,铜冒几千个。虽较气轮迟速悬殊 ,其精致则无

减。此中许、潘、文诸人及司事、工头等 ,皆言贵国不可不先买此手器 ,方有实益。”见前引《领选日记 》,第 540—541页。

类似的例子在《领选日记》中不胜枚举。



中于对朝鲜历史的讨论。事实上 ,天津领选是中朝之间一个互动的过程 ,因此必然在很大程度上涉

及与中国有关的问题。然而 ,对于这个过程 ,我们在中国自身留存的史料中 ,除了一些零星散见的

线索 ,几乎找不到像《领选日记 》这样完整、详细的记载。从这个意义上说 ,金允植的使行记录 ,就

成为我们研究这一段与中国相关的历史的重要补充材料。笔者所在的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一直倡

导的“从周边看中国 ”的研究方向 ,即是希望通过中国周边各个文化区域留存的各种文字记载 ,反

过来观察和研究中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而金允植的使行记录 ,恰是一个绝好的个案。

翻开金允植留下的日记体使行记录《领选日记 》或《阴晴史 》,你会惊叹于其内容的丰富 ,其中

不仅有他和官员对谈中反映出的清朝内政外交情况、参观考察所见的洋务发展实景 ,还有他在日常

生活中看到的社会百态、市井风俗等等 ,在此不可能全面涉及 ,仅从以下两个方面举例述之。

1. 晚清政府对东亚局势的判断及应对

金允植与清朝洋务派官员的交往笔谈 ,约占整个使行记录三分之一的篇幅。在这些笔谈中 ,出

于共同关心的原因 ,不少清朝官员都和金允植交换了自己对当时国际局势 ,特别是东亚局势的看

法 ,这些官员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清政府对整个东亚局势的判断和应对。

比如 ,李鸿章与金允植谈及朝美条约之草拟时有云 :

约内以顶 ,须添一条 ,大意云 :朝鲜久为中国属邦 ,而外交内政事宜 ,均得自主 ,他国未

便过问。方觉不触不背。①

李鸿章的意思 ,一方面是希望能够在条约中明确中朝两国的宗属关系 ,另一方面又希望朝鲜以独立

主权国家的形象 ,在万国公法的框架下 ,和美国以对等的地位订立条约 ,以使其主权利益得到保障。

这是当时清政府在朝鲜开港问题上的基本立场 ,也体现出清政府在朝鲜的国家定位问题上的矛盾

心态。最后 ,在朝美立约时 ,“朝鲜为中国属邦 ”一条没有被美国接受 ,清政府只能以先向美国发出

“朝鲜素为中国属邦 ”的照会 ,后缔结条约的形式来操作 ,但这已经没有多少实际的意义。

又如 ,天津海关道周馥在与金允植的谈话中 (1882年正月初十日谈草 )提到俄、日问题 :

周曰 :俄国有书来 ,不宜屡据 ,以好辞答复而已。日本性狡 ,此时但其力不足耳。然贵

国与中国一气 ,彼自不敢轻动。②

当时清政府对北面的俄国可以说是颇为忌惮 ,因此 ,当周馥听到金允植说朝鲜已经先后四次拒俄国

书而不收 ,就告诫朝鲜不宜过于强硬 ,而应以好言婉拒为宜 ,以免授俄以挑衅的把柄。对于日本 ,周

馥的认识是“其力尚不足 ”。而他给朝鲜的建议就是只要始终和中国站在同一阵线上 ,一致对外 ,

就能够自保。这基本上反映了当时清政府对东北亚中、朝、日、俄四国关系的理解和对策。

接下来的正月十八日 ,周馥又在与金允植的对谈中提到了清政府为何希望促成朝鲜与美国缔

约的原因 ,实际上这也可以看作是清政府在经历了近代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之后 ,在处理国际

关系问题上得出的一点经验教训。

周曰 :中国昔日用兵所订之约 ,大为吃亏。现观日人与各国 ,贵国与日人 ,贵国欲改议

约稿 ,皆不妥当。前年本国与巴西换约 ,从前日人与本国换约 ,即非用兵时所议。大概可

知也。⋯⋯且贵国与他邦议约 ,本朝应得与闻。若援昔与日议约并未与闻为例 ,他国将欲

继日人接踵而至 ,一概按日人已成之约 ,后患何可胜言 ?③

意思是说 ,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 ,开港已是势在必行 ,而开港必有立约一事 ,立约在用兵之后 ,负者

必受不平等的对待 ,因此在立约问题上 ,应该转变观念 ,以主动的姿态寻求自身权益的保障。由此

我们可以看到 ,清政府中的洋务派官员在逐渐融入和谙熟国际事务后 ,其外交观念已经产生了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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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俱进的转变。

应该说 ,就当时的东亚局势而言 ,中、朝、日三国之间的关系是最为微妙的 ,而中日两国围绕朝

鲜展开的较量也正逐步从幕后走向台前。然而 ,面对日本这个正在壮大的潜在对手 ,清政府却似乎

还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前面提到周馥对日本的认识是“其力尚不足 ”,而金允植在天津接触的另

一位洋务派官员机器局总办刘含芳对日本也有类似的看法 ,他在和金允植的笔谈中 ( 1882年二月

二十一日谈草 )提到 :

日王之可鄙者 ,是在变洋太过。见事勇为 ,勤习教民之政 ,亦有可取。舍短取长 ,不改

衣冠正朔 ,亦可。⋯⋯日本之富 ,国债盈千万 ;日本之强 ,舍王京之兵 ,皆离心离德。所谓

富强者 ,乃自夸 ,亦自解也。⋯⋯西国之有识者 ,皆称日人曰猴。猴之性 ,见人为亦为之 ,

而莫知之其所以耳。①

可见 ,对日本发展势头的低估和放松警惕 ,大概是当时清朝官员的通病 ,通过这一点 ,我们对若干年

后清政府在对日战争中意料之外的惨败或许更能够理解一些。

2. 晚清机器制造业发展实态

清政府开展洋务运动之后 ,机器制造业在军工制造活动的带动下 ,可以说得到了迅速发展。尽

管洋务运动从政治的层面来讲最终是以所谓的“破产 ”告终 ,但我们不能否认的是 ,这期间建立起

来的机器制造业的基础还是客观存在的。在朝鲜使者金允植的眼中 , 1882年天津的机器制造业发

展已经达到了足以令其惊叹的地步 ,而作为中国人回顾那段历史的时候 ,我们似乎并没有哪怕一点

点的兴奋 ,这恐怕又是“后见之明 ”在作祟吧。那么 ,不妨就让我们试着通过他者的眼睛 ,重新看看

属于我们的那一段过去的辉煌。

1882年 3月 2日 (农历正月初三日 ) ,金允植第一次参观天津机器制造局 ,当即被规模宏大的

大机器生产的场面所震撼 ,他在日记中为我们记下了当时的所闻所感 :

饭后又与蒹山历观机器、翻砂、木样、画图、电机、火药诸厂。各有汽气大轮 ,诸小轮随

而旋转。下施机括 ,上架铁筒 ,连延相贯数三十间。千百机器 ,皆用一轮之力。有右旋者 ,

有左旋者 ,有向下穿孔者 ,有从傍钻穴者 ,有截铁者 ,有磨刀者 ,有砻削木者。有碾铜者、融

化铁者、出入冷热水者。如浑盖旋运 ,日月五星 ,各循其度。疾舒纵横之不同 ,殆匪夷所

思。最是电气逼夺造化 ,不可形喻也。②

除了宏观的机器生产场面 ,金允植在天津期间看到了很多对他来说十分新鲜的器物 ,同样给他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 ,他在天津看到了中国第一艘火轮船的试造 :

由东城而下 ,见有一只小火轮船 ,新制 ,外置河沟。军人方凿沟贮水 ,将运至天津。李

中堂方欲广造轮船 ,先试此小样也。夜深不得上船 ,观制造之样。

十六日 ⋯仍往昨日所至处登观。轮船长可八间 ,广可二间有余。船头设汽气烟筒 ,船

头设铁轮。中间机括相通。具体而微。内设坐 ,房铺鲜明 ,四面设琉璃窗 ,垂以彩幔。壁

上多挂钟表。是中堂所坐处云。③

又如 ,他见到中国第一批电话机的仿造 :

至电机局 ,见语话筒 ,两头系铜线。侧耳听之 ,略可辨认。亦外国贸来者。此厂工头

周长庆将仿造云。④

另外 ,他还看到了中国架设的第一条电报线路 :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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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见电线。起于天津 ,达于上海 ,四千余里。数十步立一杆 ,挂铜丝两条 ,相续于

路。行人由其下往来 ,无敢伤损 ,可见立规之严也。①

除此之外 ,金允植还意外地为我们留下了一份 1882年间天津机器制造局主要技术骨干人员的

名单 :

东局水师学堂汉文教习董元度、顾敦彝、杨春选 ,

洋文教习严宗光、许兆基、曹廉正 ,

洋枪队教习卞长胜。

水雷学堂汉教习邵瑞琮、梅暎桂 ,洋教习郑宇澄。

南局牛星斋昶炳、龚鲁卿照玙、董芸阁 ,

东局木工房教习工匠候永顺、

机器房教习工匠童修元、王起、孙起堂 ,

工头王起顺、鲍义杉、梁阿生、黄润秋 ,

木工头周长庆 ,

铜冒房工头赵顺、陈正、蒋得发、赵得成 ,

火药工头王永来、刘德、潘起、刘长泰 ,

镪水唐明义。

南局前厂姜瑞永、宋瑞阳、吴灯高 ,

机器后厂吴凤珊 ,翻砂厂欧阳满。

电气、画图、木样霍良顺 ,

又有曾左德、潘明谭、文华三人。②

如果我们今天要研究天津机器制造局的历史 ,或许这份名单会对我们有一定的价值。另一方

面 ,通过这份名单 ,我们还可以大致估算天津机器制造局的规模和人力配置的情况。

最后 ,笔者还想举一个有趣的例子。金允植在津期间向清政府报告了一起学徒遭劫事件 ,当时

他的报告是这样写的 :

昨早 ,学徒李礥先由天津机器局起身 ,随带行李、银物等物 ,行有五十里之遥 ,过金钟

河 ,在宁河县所管大封桥里许 ,北至怀鱼闸十八里 ,南至山岭庄十五里地方 ,遇贼四人。年

纪约三十多岁、二十多岁不等。并未骑马 ,各人手执小洋枪。所有银子、衣服 ,尽被抢去。

幸得保命还归。③

我们看到 ,在这起抢劫事件中 ,出现的四名劫匪 ,竟然“各人手执小洋枪 ”,这样一起运用新式

武器抢劫的事件 ,大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 :在当时的中国 ,洋枪已经不是什么稀罕玩意儿。事实上

从金允植另外的一些记载中我们也可以看到 ,当时天津机器局军械制造的产量已经相当高 ,而这些

劫匪所使用的“小洋枪 ”,或许就是价格并不昂贵且并非难以获得的国产火枪。通过这一件小事 ,

我们又从一个侧面看到了当时清朝机器制造业的发展状况。

以上笔者只是挑选几条比较有代表性的材料 ,扼要阐述了两个方面的问题。应该说 ,金允植的

使行记录中可供利用的材料远不止于此 ,经由这些材料可以讨论的新问题更加不少。关键是我们

要对此类材料的价值有一个正确的估计 ,对类似于“从周边看中国 ”这样的有助于发现新材料、发

现新问题的研究思路有一个深入的理解和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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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 　　语

总的来说 ,在清帝国斜阳西下之时 ,天津领选的发生 ,使得它和邻邦朝鲜之间有了一次亲密的

接触。通过对这一次亲密接触过程的考察 ,我们一方面看到 ,朝鲜不管是出于主动抑或被动接受 ,

总算是获得了一些促使自身加速走向开放、加快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动力。而另一方面 ,老朽的清帝

国尽管给自己注入了几剂强心针 ,有了一些回光返照的迹象 ,但最后还是难以摆脱走向衰亡的命

运。知识和技术的及时更新相对容易 ,观念和制度的根本改变却最为艰难。而在后者的拖累下 ,前

者也难以真正完成扭转一个垂老帝国命运的任务。

尽管如此 ,对于后人来说 ,却也不应该仅仅看重一个所谓的结果 ,更不能因为一个所谓失败的

结果而否定曾经有过的努力实践和成果。历史绝不是铁板一块 ,它具有太多的复杂性。而我们借

助诸如“从周边看中国 ”的研究思路 ,通过各种不同的材料回到历史 ,重现一个个历史的细节 ,归根

到底 ,实际上就是希望去展现这些复杂性的各个层面 ,从而去为还原一个立体的、多维的、丰满的、

尽可能接近真实的历史提供填充物。研究历史的价值在于丰富我们的知识 ,这些知识是关于过去

的 ,同样也是关于现在或将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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